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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两国中学生的个人信息世界对比研究
∗

于斌斌

摘　 要　 不同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具体有何不同,一直吸引着不同学科的研究兴趣,对图书馆信息学(LIS)而言,

相关研究着眼的是不同教育培养的学生具有何种不同的信息主体特征。 本研究借鉴信息行为和信息素养领域的

成果,采用综合性的测度工具———个人信息世界指数来测度学生作为信息主体的整体表现和具体特征;以中国城

市中学生和英国中学生为两组对应样本,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考察了两国教育培养的中学生在信息领域的差异。

研究发现,两国中学生群体内部都存在巨大的信息贫富分化;我国中学生在基础信息源和空间维度的得分略高,

但在可及信息源和可获取信息源的数量及质量、课堂之外对知识类信息资源的需求和利用、开展知觉性和目的性

信息实践的动力和智识等方面存在劣势。 这为推进我国中小学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有力证据,也从 LIS 视角说

明素质教育需要信息资源和信息机构的深度参与。 表 7。 参考文献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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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cultivated
 

by
 

different
 

education
 

patterns
 

have
 

always
 

attracted
 

the
 

research
 

interest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s
 

far
 

as
 

LIS
 

is
 

concerned the
 

releva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s
 

information
 

agents
 

who
 

are
 

cultivated
 

by
 

different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omprehensive
 

differences
 

and
 

specific
 

performance
 

between
 

Chinese
 

and
 

British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sing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s
 

information
 

world
 

 IWoL  
 

and
 

its
 

measurement
 

tool.
A

 

cross-border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2
 

877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se
 

two
 

countries.
 

Taking
 

the
 

student
 

group
 

as
 

the
 

analysis
 

unit an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mean
 

test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WoL
 

between
 

Chinese
 

and
 

British
 

students 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British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Specific
 

analyses
 

show
 

that British
 

students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lmost
 

all
 

dimensions especial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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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disadvantage
 

of
 

Chinese
 

students
 

is
 

that
 

they
 

seldom
 

need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in
 

order
 

to
 

solve
 

specific
 

problems
 

in
 

their
 

daily
 

life they
 

lack
 

the
 

willingness
 

and
 

interest
 

to
 

use
 

knowledge
 

rich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resources they
 

routinely
 

use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resources.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of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as
 

information
 

agents
 

 rather
 

than
 

the
 

previous
 

single
 

dimension  .
 

What
 

is
 

more this
 

study
 

increases
 

the
 

attention
 

of
 

relevant
 

fields
 

to
 

the
 

variable
 

of
 

educational
 

pattern
 

 rather
 

than
 

year
 

or
 

level
 

of
 

education .
 

In
 

practice this
 

study
 

leads
 

educators
 

and
 

LIS
 

practitioner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s
 

the
 

information
 

agents and
 

to
 

seek
 

more
 

opportunities
 

to
 

arouse
 

students
 

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and
 

to
 

carry
 

out
 

more
 

conscious
 

information
 

practi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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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无论是在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历史上,还
是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都存在差异明显的

教育模式。 根据《教育大辞典》,“教育模式可以

解释为某种教育和教学过程的组织方式,反映

活动过程的程序和方法。” [1] 教育学、心理学等

学科长久以来十分关注不同模式培养的学生的

差异,例如发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与传统

课堂相比,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习兴趣、好奇心、
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推理

能力、批判思维、学习动机、认知策略等都存在

显著不同[2-11] 。 图书馆信息学( LIS) 对这一主

题同样充满兴趣,首先是由于 LIS 对学生群体的

研究热情———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习及日

常生活中的信息获取渠道、信息查询策略、信息

素养、信息行为、阅读习惯等有何特征及差异,
有哪些影响因素,有何不同结果或效用,这些问

题长期以来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其次是

由于在 LIS 视角中,教育模式的差异除了体现为

不同的师生角色和关系、不同的教学策略外,还
体现在对信息的不同价值判断和利用上。 以中

德两国的历史课堂为例,在德国,“如果这一堂

课的主题是纳粹,学生必须去阅读当时的报纸、
希特勒的演讲、工会的会议记录、专栏作家的评

论、纪录片等,然后在课堂上辩论———纳粹的兴

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还是《凡尔赛

和约》 结下的恶果? 或者是经济不景气的必

然?” [12] 对比来看,在我国某中学的调研过程

中,该校举办了“百年辛亥”演讲比赛,访谈过程

中老师说道:“这个准备主要是靠班主任和语文

老师相互合作,先定方案,再确立时间、形式,准
备好音乐、背景,然后对学生进行训练。” [13] 从

图书馆信息职业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学生对报

纸、希特勒演讲、工会会议记录、专栏作家的评

论、纪录片等的获取,还是以老师为主对学生进

行训练,本质上都属于信息行为。 这意味着,不
同的教育模式将引导教师和学生开展不同的信

息活动,从而可能将学生塑造成拥有不同特征

的信息主体。
目前 LIS 领域有少量研究考察不同教育模

式下学生的信息行为和信息素养差异,发现在

基于问题的学习与传统学习两种模式下,学生

对图书馆的利用频率、利用时间、利用内容存在

不同,学生的信息查询技能和策略存在显著差

异,信息素养存在不同[14-17] 。 然而这类研究的

数量非常有限,大多只关注大学生群体,聚焦的

117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八卷　 第二五八期　 Vol. 48. No. 258

是学生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不同,并未观

照到他们作为信息主体的综合性或整体性差

异。 国内尽管存在少量比较不同国家学生的图

书馆利用、信息素养、对书籍网络等媒介的态度

差异的研究[18-20] ,但并未将其置于教育模式的

情境下进行探讨。 鉴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

将学生作为信息主体来整体看待,全面揭示其

信息获取来源的多寡和质量、阅读习惯、对信息

的分析理解和吸收能力、运用信息的能力、信息

查询及检索技能和信息利用的受益等;以教育

模式差异明显的中国和英国的中学生为分析对

象,借助个人信息世界概念及其测度工具来考

察学生作为信息主体的综合表现,探究两国教

育模式培养的中学生在信息世界的综合差异及

具体表现。

1　 研究回顾

LIS 对信息主体表现差异的研究可以追溯

到 20 世纪 30 年代芝加哥大学开展的图书馆利

用差异和阅读差异研究。 此后,随着信息传播

渠道与媒介的多样化,相关研究也开始关注这

一差异的其他表现形式。 在个人信息世界概念

出现之前,此类研究大多集中在信息行为和信

息素养的概念之下。 关于不同教育模式对学生

信息世界的不同塑造,最直接的对比性探索是

国外 20 世纪 90 年代在医学领域开始的“基于问

题 / 项目的学习” ( Problem / Project-Based
 

Learn-
ing,PBL)课程改革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研究成

果。 相关研究对比了 PBL 教学模式与传统知识

传输教学模式下,学生在图书馆利用率、利用时

长、利用内容、利用态度、信息资源使用量、信息

搜寻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发现 PBL 模式下学生

的图书馆利用率更高,更乐于使用期刊、数据

库、参考咨询等资源和服务,展现出了更高超的

信息检索技能,获得了更令人满意的检索结果,
也更有能力将所发现的信息整合进知识建构

中[21-23] 。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该模式因强调自

主学习,强调使用资源来支持学习活动,强调以

具体问题为导向来增加知识和理解,因而使学

生对信息的价值、对信息技能的重要性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并且在使用信息技能的过程中感

觉不空洞、有意义[24-26] 。
通过梳理英美等国的教育模式发展史,对

比不同时期 LIS 领域对学生信息行为和信息素

养的研究,也可间接发现在不同教育模式下,学
生的信息利用表现、对信息资源在学习过程中

的价值认知等存在明显的区别[27] 。 此外,专注

于考察某类教育模式对学生信息行为或信息素

养塑造及其机制的研究,同样能够发现不同教

育模式会塑造具有不同特征的信息主体。 有关

探究式学习(Inquiry-Based
 

Learning)的研究就是

其中一类。 探究式学习意在培养学生熟悉科学

研究者所用的思路和步骤:提出问题或假设,制
定研究计划来收集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研

究结果[28] 。 探究式学习的核心特征包括:由问

题驱动学习、学习的发生是基于对知识的建构

和理解、主动学习、学习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

是帮助者、学生主导学习方向等[29] 。 Justice 等

人认为,探究的过程其实就是识别资源并收集

信息、评估信息、形成证据和综合理解[30] 。 谢菲

尔德大学的一项研究从学生视角证实了这一教

学法对信息素养的积极影响,参与者称他们在

探究学习过程中接触了大量信息资源,从事了

很多信息搜集活动,有的学生甚至将学习视为

一个通过收集信息而获得知识的过程[31] 。 高校

图书馆员的研究也发现,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基
于问题的学习环境里,教授信息素养课程十分

有效[32] 。 近年来教育领域盛行“基于资源的学

习”(Resource-Based
 

Learning)和“信息型学习”
(Informed

 

Learning)等教学模式,促使学者围绕

信息对于课程学习的必要性、图书馆及不同渠

道的信息资源和服务对学习过程的有效支撑、
学生的信息能力对学业成就的影响等展开了

研究[33-35] 。
综上可知,教育模式在其课程设计、教学活

动安排等实践中会包含与信息和信息活动有关

的要素,不同的教育模式会将学生塑造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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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特征的信息主体。 然而,此类研究不仅数

量较少,年代较久,主要聚焦大学生群体,而且

很少综合性地评估学生在信息领域的整体差

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成熟的测度工

具,无法考察个人在信息领域的多维综合表现。
近十余年里,LIS 领域的研究表明,个人作为信

息主体的差异应是多种差异的综合,应当采用

多维度的测度工具来施测,由此相应的测度工

具才开始出现,典型的如韩国数字机会促进署

提出的“个人信息化指数” [36] 、Jung 等学者提出

的“互联网联接指数” [37] 以及于良芝提出的“个

人信息世界指数” [38] 等。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和

研究基础,本研究能够直接对比不同教育模式

下学生作为信息主体的综合差异及具体表现,
进一步揭示不同教育模式对学生信息世界的塑

造,弥补现有 LIS 研究的不足。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择目前实施着两种不同教育模式

的国家———中国和英国,采用问卷调查法,向

2
 

877 名两国初高中学生实施跨国问卷调研。
通过问卷分别测度两国学生的个人信息世界分

数,然后以学生群体为分析单元,运用描述性统

计、均值检验、相关性分析来考察不同教育模式

培养的两国学生的个人信息世界差异、差异的

显著性水平以及差异的具体表现。

2. 1　 《个人信息世界量表》及其修订

《个人信息世界量表》是于良芝等根据个人

信息世界概念及其相关要素编制而成,旨在测

度个人作为信息主体的综合状况[39] 。 个人信息

世界概念认为,在个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存在一

个无形却实在的领域———信息世界,个人作为

信息主体(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利用者)的经

历和体验得以展开,并不断充实、积累。 个人信

息世界主要包含三个要素:内容、边界和动力,
个人在这三个要素上的综合情况被认为能够反

映他们作为信息主体的整体状况。

个人信息世界的内容由个人的可及信息

源、可获取信息源、基础信息源和信息资产共同

反映出来,边界由个人开展有意识的信息实践

的空间、时间和智识共同构成,动力则由不同类

型的信息实践所组成。 《个人信息世界量表》测

度的就是个体在以上三个要素共八个维度的状

况。 可及信息源是指信息主体在物理上能够触

及或方便接触的信息源,主要包含各类客观事

物、知识记录或人员。 尽管信息社会存在着丰

富的信息和信息源,但是对特定主体来说,有些

信息源首先在物理空间上由于接触不便就很难

被信息主体利用。 可获取信息源是指信息主体

不仅在物理上能够触及,同时还有能力、有机会

也有兴趣去利用的信息源。 基础信息源也称惯

用信息源,是指信息主体常规利用的信息资源,
即他 / 她可以声称具有“用户身份”、在习惯层面

偏好利用的信息资源。 信息资产指信息主体真

正利用过的信息和信息源,它们积累下来成为

个体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和技能的组成部分,成
为个人的无形资产。 个人信息世界的空间,是
指信息主体开展知觉性和目的性信息实践的场

所。 时间同样指信息主体日常用于非休闲类信

息实践的时长。 智识是指个体在信息活动领域

可以达到的智力和知识水平,主要包括语言与

阅读能力、理解分析能力、检索信息的能力等。
动力是指由个体的信息实践带来的、能够使其

个人信息世界发展变化的力量。 信息实践是指

个体的信息获取、搜寻、利用、创造、传播等活

动,可归为三类:无意识的、知觉性的和目的性

的,后两者统称为有意识的信息实践,其目标是

为了获得知识、增长见识、追踪动态或解决具体

问题,这无疑将为个人信息世界的发展变化提

供更强劲的动力。
上述八个维度彼此独立、分量同等,又可以

相加求和得到个人信息世界的总分。 基于此,
研究者既可以对比不同人群的个人信息世界总

分,也可以单独剖析他们在各个维度的分数差

异。 在应用方面,由个人信息世界概念衍生的

测度量表已经广泛施测于城市成年人群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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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群,并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研

究成果[40-43] 。 本研究同样采用该量表来测度中

学生群体的个人信息世界及其差异。 由于学生

与成年人的信息活动不同,量表又要面向中英

两国学生发放,因此项目组在保留原量表结构

和主体内容的前提下,对部分表述和选项进行

调整,使之更适合中学生,并力求中英版本内容

一致,表述没有分歧。 随后,将中文版本量表委

托某高校 20 余名本科新生、将英文版本量表委

托几位外国中学生家长进行审读,以进一步核

实选项是否合理、表述是否清楚。

2. 2　 量表的信效度

成年人版本的量表曾报告过内部一致性信

度和重测信度检验结果:测试对象的前后测得分

不存在显著差异,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α 系数高

达 0. 909。 由于学生版量表调整较小,因此不再

重新进行信度检验。 曾报告的效度检验方法是

对比该量表测度的结果与其他相关理论揭示的

结果是否吻合,若吻合则证明量表有效。 结果显

示,面向农村成年人群的个人信息世界测试分数

显著低于大学生群体,这与 Chatman 的“小世界

理论”十分相符,能够有效区分不同人群的个人

信息世界的丰富程度。 虽然学生版量表并没有

再次实施正式的效度检验,仍然存在若干辅助性

证据:某高校 20 余名大一学生填答问卷后的得

分及排序,与两位专业课教师对他们在信息领域

的表现的主观判断基本相符,并且与他们“信息

素养”课程的得分显著相关(系数为 0. 59)。 鉴于

信息素养不仅是个人信息世界智识边界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且单独影响个人信息世界,这一结

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辅证了本量表的有效性。

2. 3　 样本选择与问卷发放

要考察两国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在信息领

域存在怎样的差异,两组样本的可对比性就成

为抽样的关键。 过往研究揭示,地区经济因素、
学校经济因素、人口学因素等能够解释不同学

生之 间 在 信 息 行 为 或 信 息 素 养 领 域 的 差

异[44-46] ,因此本研究需要在抽样阶段控制除教

育模式之外的其他因素。 综合考量中英两国的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最终形成的两组样本是英

国初高中生和中国城市的初高中生。
英国问卷的发放工作委托 Surveymonkey 问

卷调查公司开展,发放问卷 1
 

000 份,收回有效

问卷 956 份。
国内问卷按分层抽样与方便抽样相结合的

原则,在我国东北部、东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

内各选取若干城市进行,核心原则是这些城市

的经济水平、中学的基础设施以及样本的人口

学特征等要与英国样本基本对应。 最终的调研

地包括:东北部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庆市,
东部的天津市、江苏省苏州市、广东省深圳市,
中部的山西省太原市、湖南省郴州市,西部的甘

肃省兰州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包头

市。 国内样本除涵盖四大区域外,也涵盖了南

方和北方、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和经济水平较弱

的城市;既有位于繁华市区的学校,也有位于

偏远市区的学校;包括初中和高中、重点中学

和普通中学。 如此形成的样本能较好地代表中

国城市中学生的状况。 国内问卷发放工作历时

5 个月,由研究者入班向学生逐一发放并回收,
最终获得问卷 1

 

973 份,有效问卷 1
 

921 份。

2. 4　 人口学描述

如表 1 所示,两组样本在人口学方面都具有

较好的代表性,性别、年龄、年级分布合理,而且

差别不大。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样本里 15 岁及

以下的比例略多于英国,由于年龄有可能是学

生在信息领域出现差异的影响因素,因此首先

采用相关性分析来检验中英学生的年龄、年级

与其个人信息世界分数是否显著相关,结果显

示无论中国还是英国学生,年级与个人信息世界

得分均没有相关性;年龄方面,英国没有相关性,
中国则有非常弱的相关性( r = 0. 077,p< 0. 01)。
因此可以认为,即使中英样本在年级和年龄分

布方面不完全一致,在本研究中,它们对两国学

生的个人信息世界分数的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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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个人信息世界量表》的中英样本人口学分布

英国(%) 中国(%)

性别
男生 49. 1 47. 3

女生 50. 9 52. 7

年级
初中 52. 5 55. 6

高中 47. 5 44. 4

年龄
15 岁及以下 41. 5 62. 7

15 岁以上 58. 5 37. 3

3　 研究结果

3. 1　 中英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总分及均值差

异检验

根据量表的计分原则可以得到所有样本在

八个维度的得分和总分,均值检验结果见表 2。
对比发现,中国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最低分为

54. 46,最高分为 524. 25,平均分为 300. 57;英国

学生的最低分为 83. 36,最高分为 544. 81,平均

分为 319. 02。 中英平均分之差为 18. 45,英国学

生得分更高。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平均分差异的显

著性水平,结果显示,“方差相等的 Levene 检验”
F 值达到显著差异( F = 9. 784,p = 0. 002),表示

两组样本方差不同质,应采用校正后的 t 值。
t = 5. 922,p = 0. 000,表明中英两国中学生的个人

信息世界差异非常显著,英国学生高于中国学生。

表 2　 中英学生个人信息世界得分的均值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国籍 个数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显著性

个人信息世界
英国 956 319. 02 80. 69

中国 1
 

921 300. 57 74. 55
5. 922∗∗∗ 0. 000

　 　 对所有样本的总分进行排序,根据分数段

简单划分(见表 3)可以发现,中国样本得分少于

200 分的占 9. 3%,位于 200—300 分之间的占

40. 1%,均高于英国样本;得分超过 400 分的仅

占 9. 4%,远低于英国样本。 虽然本研究并未通

过聚类分析来聚类和命名不同的信息贫富等

级,但是分数段的分布和对比至少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中国学生中个人信息世界非常丰富者

较少,而低分人群、甚至可能是信息贫困人群的

学生相较英国要更多。

表 3　 中英学生个人信息世界得分情况

分数段 英国(%) 中国(%)

200 分及以下 6. 6 9. 3

200—300 分 34. 7 40. 1

300—400 分 42. 5 41. 2

400 分以上 16. 2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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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可及信息源维度的差异

中英学生在内容要素的四个维度上的均值

检验结果见表 4。
英国样本在可及信息源维度平均得分为

59. 86,中国样本为 44. 57,均值之差为 15. 29,独

立样本 t 检验显示该差异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

的显著水平。 这说明,在物理上能够接触到更

多信息源的英国学生比例高于中国学生,英国

学生的可及信息源种类相对更丰富。

表 4　 中英学生在内容要素的四个维度上的均值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国籍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显著性

可及信息源
英国 59. 86 24. 58

中国 44. 57 21. 32
16. 398 0. 000

可获取信息源
英国 50. 23 26. 07

中国 44. 42 21. 33
5. 960 0. 000

基础信息源
英国 67. 66 25. 12

中国 71. 25 22. 89
-3. 711 0. 000

信息资产
英国 13. 61 6. 70

中国 12. 82 5. 86
3. 103 0. 002

　 　 分析中英学生在该维度的具体差异,可以发

现:①仅有 0—3 个可及信息源的中国学生高达

49. 3%,英国为 30. 4%;有 7—9 个可及信息源的,
中国学生为 8%,英国学生为 29. 1%。 这说明,中
国样本有近一半在学校或家周围只能接触到数

量较少的信息源,能接触到数量丰富的信息源的

学生不足 1 / 10;相比之下,接近 1 / 3 的英国学生

能接触到丰富的信息源。 ②作为知识信息富集

的信息源,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在中国的

可及性都明显低于英国,尤其是公共图书馆。
近 70%的英国学生填写他们的学校或家周围存

在公共图书馆,而中国学生的比例不足 40%。

3. 3　 可获取信息源维度的差异

英国学生在该维度的平均分为 50. 23,中国

学生为 44. 42,平均分之差是 5. 81。 t 检验结果显

示差异显著,这意味着有能力、机会和兴趣利用

更多信息源的英国学生比例显著高于中国学生。
分析两国学生的具体差异可以发现:①有

0—3 个可获取信息源的中国学生达 53. 4%,英
国为 30. 8%;有 7—9 个可获取信息源的中国学

生仅 8. 2%,英国为 16. 1%。 这一分布同样意味

着中国的大部分学生仅能从身边所有信息源之

中的少数几个获取信息,大部分信息源即使能

够接触到,却因为没有兴趣或者没有机会和能

力而无法真正利用。 ②互联网对学生群体的可

及性和可获性上在两国都是最高,这与现有青

少年信息行为领域的研究结论一致,即互联网

是学生最倾向选择的信息获取渠道,因为它聚

集的信息量最多,利用不受空间限制,满足最省

力原则。 ③除互联网之外,学校图书馆对英国

学生的可及性和可获性最高,而书店 / 报刊亭对

中国学生的可及性和可获性最高。

3. 4　 基础信息源维度的差异

对该维度的 t 检验结果显示,英国学生的平

均分低于中国学生,均值之差为 3. 59,且差异在

统计学意义上显著。 具体分析显示,英国学生

偏爱从图书和期刊杂志中获取故事类信息资

源,而从报纸和网站上获取知识类信息资源;中
国学生则偏爱在所有信息媒介上获取故事类信

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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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信息资产维度的差异

英国学生的平均分为 13. 61,中国学生为

12. 82,均值之差为 0. 79,在统计学意义上呈显

著水平。 具体分析显示,中国学生利用图书、期
刊杂志和电子资源积累的信息资产显著高于英

国学生,利用报纸、网站和人员积累的信息资产

显著低于英国学生。

3. 6　 空间维度的差异

中英学生在边界要素的三个维度上的均值

检验结果见表 5。

表 5　 中英学生在边界要素的三个维度上的均值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国籍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显著性

空间
英国 45. 61 26. 52

中国 49. 06 25. 16
-3. 339 0. 001

时间
英国 19. 84 7. 53

中国 18. 71 7. 18
3. 870 0. 000

智识
英国 25. 96 6. 74

中国 22. 91 5. 28
12. 247 0. 000

　 　 对该维度的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中国学生

的得分显著高于英国学生,均值分别为 49. 06 和

45. 61,差异呈显著水平。
具体来看:①英国大部分学生仅在少数几个

场所里开展过非休闲性的信息实践,选择 0—2
个场所的占 68. 2%,选择 3 个场所的仅 19%;中
国学生利用过的场所数量明显多于英国学生,
最近一年曾在 3 个及以上场所开展过上述信息

实践的学生有 48. 7%。 因此,英国学生在空间

维度的劣势很可能与其信息利用媒介较单一

(互联网)有关。 ②最近一年里,曾在实体或虚

拟学校图书馆开展过非休闲性的信息实践的英

国学生高达 71. 9%,而中国学生仅为 44. 4%。

3. 7　 时间维度的差异

t 检验结果显示,英国学生在时间维度的平均

分是 19. 84,高于中国学生的 18. 71 分,均值差异显

著,说明英国学生用于获取知识、增长见识或解决

问题的信息活动时间显著多于中国学生。 其中,在
“课后”时间上英国学生显著高于中国学生;而在

“周末和假期”时间上,英国学生虽然平均分稍高,
但是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 具体来看:①在周一

到周五的课后,英国有 71. 1%的学生每天继续开

展 3 个小时以内非休闲性的信息实践,中国有

81. 9%;而开展 3 小时以上的英国学生仍有

28. 8%,中国仅为 18. 2%。 ②周末和假期,中英学

生的差别很小,大部分学生每天都低于 5 小时。

3. 8　 智识维度的差异

英国学生智识维度平均分为 25. 96,显著高

于中国学生的 22. 91 分。 具体来看:①语言能力

方面,66. 2%的英国学生(vs
 

47. 9%的中国学生)
达到了“能读懂专业性学术著作”的母语水平;在
第一外语方面,达到“能读懂专业性学术著作”这
一高级水平的学生,英国为 12. 7%,中国仅为

0. 6%;在第二外语方面,英国学生会使用第二外

语的约占一半,而中国仅不到 20%。 ②检索能力

方面,中国仅 10. 4%的学生拥有较高级的信息

检索技能,英国是中国的三倍。 ③处理信息的

思维能力方面,英国 42. 8%的学生能做到深度

分析信息(即能对所获信息的观点、逻辑、有用

性等进行批判分析),中国仅为 12. 4%。

3. 9　 动力维度的差异

中英学生在动力维度上的均值检验结果见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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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英学生在动力维度上的均值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国籍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显著性

无意识的

信息实践

英国 7. 78 1. 48

中国 8. 13 1. 78
-5. 295 0. 000

知觉性

信息实践

英国 14. 53 2. 97

中国 14. 69 3. 14
-1. 307 0. 200

目的性

信息实践

英国 14. 71 2. 93

中国 13. 68 3. 17
8. 383 0. 000

　 　 在动力维度上,英国学生平均分为 36. 80,
中国学生为 36. 20,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
英国学生个人信息世界发展变化的动力相对较

强。 具体来看,中国学生开展无意识的信息实

践的得分稍高(均值之差为 0. 35),差异显著;开
展知觉性信息实践的得分也稍高(均值之差为

0. 16),但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开展目的性信

息实践的得分低于英国学生 ( 均值之差为

1. 03),且差异显著。 因此英国学生在个人信息

世界动力维度的优势主要来自于更频繁的目的

性信息实践。
除上述对各个维度的具体描述之外,本研

究还按年龄进行了对比(见表 7),考察 15 岁及

以下学生群体(大致为初中生)的差异、15 岁以

上学生群体(大致为高中生) 的差异。 各个维

度的对比结果显示,两国初中生的差异、高中

生的差异与两国整体差异基本一致,并未明显

出现哪个年龄段的差异更大;在个人信息世界

总分方面,中英高中生的差距要大于初中生的

差距。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学生在基础信息源维

度、空间维度的得分更高,这种差异只出现在初

中群体,到了高中阶段,两国学生则无明显差

异;英国学生积累的信息资产优势、花费在非休

闲类信息活动的时间以及个人信息世界的总体

表现,到了高中阶段明显更加优于中国学生。

表 7　 按年龄分布的中英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差异

维度
15 岁及以下

学生的差异
显著性水平

15 岁以上

学生的差异
显著性水平 中英整体差异 显著性水平

 

可及信息源 14. 70 ∗∗∗ 14. 42 ∗∗∗ 15. 29 ∗∗∗

可获取信息源 5. 92 ∗∗∗ 5. 39 ∗∗∗ 5. 81 ∗∗∗

基础信息源 -5. 95 ∗∗∗ -0. 36 -3. 59 ∗∗∗

信息资产 0. 15 1. 62 ∗∗∗ 0. 79 ∗∗∗

空间 -4. 59 ∗∗∗ -0. 54 -3. 45 ∗∗∗

时间 0. 21 2. 05 ∗∗∗ 1. 13 ∗∗∗

智识 3. 68 ∗∗∗ 2. 38 ∗∗∗ 3. 05 ∗∗∗

动力 -0. 62 ∗ -0. 79 ∗∗ -0. 60 ∗∗

总分 13. 50 ∗∗ 24. 16 ∗∗∗ 18. 45 ∗∗∗

　 　 注:表格数字是英国学生的平均分减去中国学生的平均分;∗∗∗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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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从教育目标和具体教学实践的角度看,中
英教育可以被视为两种差异明显的教育模式。
英国教育注重培养学生掌握人类知识以及问题

解决能力、批判分析能力、创造能力等,采用以

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性和探究式

学习;中国教育虽然志在培养学生素质,但是应

对选拔性考试仍是中学教育的主要目标,记忆

知识、训练答题技巧仍是最主要的教学实践。
本研究借鉴信息行为和信息素养领域的研究成

果,借助个人信息世界概念框架和测度工具,以
1

 

921 位中国城市中学生和 956 位英国中学生为

对应样本,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考察了两

类教育模式培养的中学生在个人信息世界的差

异及具体表现。 结果显示,两种教育模式塑造

了显著不同的学生个人信息世界,英国学生的

平均分显著高于中国学生。 具体是英国学生在

可及信息源、可获取信息源、信息资产、时间、智
识、动力等六个维度的得分更高,中国学生在基

础信息源和空间维度的得分略高。

4. 1　 本研究与现有研究成果的关联

在青少年信息行为和信息素养领域,已有

研究从学生的图书馆利用频率、信息源使用量、
信息检索技能、信息评估能力等方面探究不同

模式培养的学生在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差

异。 本研究的结论与该领域的主流发现较为一

致,即不同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呈现出差异显

著的信息世界状态。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综合性

地测度了学生作为信息主体的整体表现(而非

以往的单一维度),这扩大了现有研究的视野,
能够更完整地从 LIS 视角揭示学生的信息主体

属性。
对信息分化领域而言,“教育”一直是重要

解释变量之一,但大多研究考察的是教育年限

或水平,例如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群,图书

馆利用率越高、ICT 接入率和使用技能越高、在

信息社会的综合表现 / 层级越高等[47-48] 。 本研

究的考察则显示,信息分化很可能也与教育模

式有关———在控制其他因素(经济、学校、人口

学)的影响之后,中英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的个

人信息世界存在显著差异,这将突破信息分化

研究的现有视角,突破一国之内、一种教育实践

之下的比较,强化相关领域对“教育模式”这一

变量的关注。
对个人信息世界的研究而言,本研究扩充

了来自中学生这一群体的数据,更广泛地应用

了这一概念及测度工具(修订了学生版量表),
并获得了异于成年人群的理论发现。 ①英国教

育培养的初高中生,不仅个人信息世界总分显

著高于中国学生,并且几乎所有维度都相对较

高,这意味着我国教育模式对学生个人信息的

培养需要加强,也从 LIS 视角提示我国教育实践

必须关注到学生的信息主体角色。 ②中英学生

在可及信息源、可获取信息源和智识维度的差

距最大,该结果与城市居民的研究结果一道,凸
显了信息 / 信息源的可及性与可获性对信息主

体发展的重要性。 这意味着,增加知识密集型

信息源(如各类图书馆)在我国所有人群中的可

及性,整体而言对于改善信息分化状态将具有

十分重要的价值;同样重要的还有增加人群对

知识密集型信息源、非休闲类信息资源的获取

兴趣、意愿和能力,这对教育系统、信息服务机

构以及信息政策制定者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③初

高中生群体内部存在着巨大的信息贫富分化

(无论中国还是英国,个人信息世界得分最低者

与最高者差异悬殊),因此,采用聚类分析来考

察未成年人内部的信息贫富等级,并与成年人群

的样态进行对比,将成为个人信息世界研究的未

来方向之一。 ④未成年人的信息世界贫富状态

与其接受的教育模式有关,结合已有研究发

现———教育模式会直接影响学生的个人信息世

界,还会通过批判思维和好奇心发挥作用[27] ,本
研究为后续深入挖掘教育模式的作用机理、寻找

更具解释力的中介变量、探究整体性理论的应用

开启了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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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与两国教育实践的关联及对我国教育实

践的启示

第一,两国学生在信息源的可及性上得分差

距最大。 在所调研的中国学生中,能接触到较多

物质信息源和人际信息源的比例不足 1 / 10,能为

学生提供爱好、杂事或烦恼咨询的人员在大部分

学校仅局限为课程教师。 相比之下,英国学生在

以上方面均占有显著优势。 因此我国需进一步

促进信息 / 知识富集型信息源的可及性,如公共

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互联网、具有专业知识或

技能的人际信息源等。 如果此类信息源不能广

泛存在于我国学生的周围、没有进入其视野,那
么学生的信息实践从一开始就难以获得与英国

学生同等的机会。
第二,综合两国学生在基础信息源、空间、时

间和动力维度的表现可以发现,英国学生在学业

和生活中会产生更多的非休闲目的的信息获取

需求,会利用更多的课本之外的知识类、实用类、
新闻类信息;而中国学生则偏爱获取故事类信

息。 这可以从两国教育实践中得到解释,正如引

言中展示的不同课堂的例子,欧洲学生为完成开

放式、讨论式、项目式作业,常常需要查阅大量资

料或相关知识,学校图书馆与教师合作配备了作

业指导中心,支持学生的信息查找(将可能用到

的纸质和电子资料提前准备好、提供讨论空间及

馆员帮助等);在中国教育中,学生的信息获取需

求和信息利用媒介大多囿于课本、教辅资源,那
些有可能引发学生额外信息需求和利用的教学

活动,往往被作为思考题一带而过[13] 。
由以上两点可知,教育实践的状况不仅关

乎学生作为教育主体的表现,而且会延展至学

生的信息领域,造就他们或开放或封闭的信息

世界。 本研究从 LIS 视角对我国教育实践提供

启示:课堂之内和之外重视那些能使学生开展

目的性信息实践的机会,激发学生出于非休闲

目的的信息获取需求;加强学生对课本之外的

知识类、新闻类信息的阅读和利用,而不只是

故事类、娱乐类信息。 图书馆职业在其中可能

参与或转变的有:①对自身角色的定位。 学校

图书馆的核心功能并不是满足学生的休闲娱

乐,也不仅仅是提供故事类信息,而是成为满

足学生课堂内外对各类型信息资源获取需求

的平台,重视那些能增长见识或解决问题的知

识类、实用类信息;另外在能力范围内创设问

题解决式情境,增加学生开展目的性信息实践

的机会,以增强其个人信息世界发展的动力

(如图书馆举办的赛事类活动) 。 ②对参与素

质教育的准备。 教育模式的探索和转变需要长

久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学校图书馆或可从馆

藏资源和馆员职能等角度提升自身配备,考虑

纸质和电子文献如何吸引学生并对其学业和

生活发挥作用,馆内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学生学

习和生活问题的辅助者,馆内空间如何对学生

的学习活动和业余爱好产生作用等。 ③对教师

和学生已有信息素养认识的转变。 目前中学常

将教师的信息素养等同于信息技术 / 设备的操

作技能,将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局限在单独的

信息技术课程中传授,未来信息素养的培养应

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中识别信息

需求,扩大信息源的使用范围,并有策略地获

取、利用、评估和整合信息。

5　 结语

在我国的中学教育里,学生作为信息主体

的角色很少被给予充分关注,LIS 对教育的参

与基本局限在中小学图书馆所承担的边缘性

功能。 本研究的分析显示,教育其实正全面地

塑造着学生的信息世界,而且不同模式将塑造

显著不同的信息主体。 与英国教育模式所塑造

的学生相比,我国中学生在信息领域呈现出劣

势: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很少为了解决具体问题

而产生信息需求和信息实践,对知识富集型信

息源和知识性信息资源缺乏利用意愿和兴趣,
经常利用故事类信息资源,语言能力、检索能

力以及处理信息的思维能力都有待提升。 鉴于

此,LIS 有很大的空间和责任深度参与教育改

革和教学实践,包括:引导教育进一步关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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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作为信息主体的培养;与教育从业者一道深

入探索何为素质教育,以及如何依赖信息的参

与、依赖图书馆对教学全过程的支持,提升学

生的信息素养;与教师一道共同寻求如何在课

堂内外启发学生对信息价值的认知和开展目

的性信息实践。
本研究采用个人信息世界测度工具从整体

和各个维度展现了中英两国中学生在信息领域

的差异,发现不同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其个人

信息世界存在显著差异。 这有助于引导相关领

域关注个人作为信息主体的整体表现,关注“教

育模式”在信息分化研究中的特殊价值。 需要

指出的是,本研究的两组样本在代表性以及可

对比性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尤其是在控制影响

两国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状态的其他因素方面还

有待完善;另外,并未开展聚类分析来探索两国

中学生的信息贫富等级,这些在未来的研究中

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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